汤 显 祖 与 晚 明 曲 坛

           ---兼谈汤显祖对晚明曲坛的贡献

吴 凤 雏

                              一

朱明王朝进入万历以后(1573年为万历元年)，即步入晚明。汤显祖(1550--1616)身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正值王朝向晚明过渡的重要时期。这是一个“旧死新生”的时期。一方面，封建体制已病入膏肓，种种末期症状全面显现:皇帝昏怠，吏治涣败，豪门兼并，道统日衰……另一方面却是，商品交换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哲理的思考引发了对理学道统的反叛，伴随城市成长和市民阶层的衍发，推动了市民文学和戏曲说唱艺术的勃兴繁荣。特别是在戏苑曲坛，更是另番景象。

入明之初，明人杂剧创作乘元杂剧之势曾十分活跃过一段时间。至中、晚明之交，已成强弩之末，风景不再。代之而兴的，是一种体制宏大、结构自由、包容量更为广富的又一新的戏剧文学样式--传奇。明人传奇经由南戏《荆》、《刘》、《拜》、《杀》和《琵琶记》五大传奇的影响繁衍，至此已进入异常繁荣时期，作家辈出，流派争鸣，作品有数百种之多。先后涌现一批著名作家作品，如李开先的《宝剑记》、梁辰鱼的《完纱记》、传为王世贞所作的《呜凤记》、高濂的《玉簪记》、周朝俊的《红梅记》、沈璟的《红蕖记》、《义侠记》及王玉峰的《焚香记》、张凤翼的《红拂记》等等。而且按照创作追求及旨趣的不同，开始形成不同的流派，如特别讲究词藻者以梁辰鱼为首，人称昆山派，

特别讲究格律者以沈璟为首，人称吴江派等等。

声腔方面，中、晚明之交也呈现十分繁荣的景象。据戏曲声腔家流沙、苏子裕等研究考证，元明以来南戏四大声腔弋阳、余姚、海盐、昆山，出现“依次代兴而又同时并存”的局面。徐谓在《南词叙录》(成书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中说：“今唱家称弋阳腔者，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杨、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唯昆山腔止行于吴中”【1】。 明中叶前期，南戏声腔在江浙一带有两个较大流派，即海盐腔和余姚腔。海盐腔，出于浙江海盐，有传其系流行于海盐的南戏，经张磁(字功甫、循王之孙)家僮所唱“新声”和杨梓家僮所唱“歌调”，渐成海盐新腔。其实，“海盐腔源于南戏”【2】。余姚腔，产生于浙江余姚，与海盐相隔一杭州湾，一衣带水，两岸相对，语音相近，但声腔却各成系统。在唱法上，与南戏声腔一样，皆“不入管弦，亦无腔调”。流播、比较下来，海盐腔渐占优势。当时何元朗引杨升庵话说，“近日多尚海盐南曲”。江浙以外，行之较远而通行南北的戏曲声腔，则为弋阳。弋阳腔，出于江西弋阳。也属南戏声腔范围，其特点也是以打击乐按节拍，无管弦伴奏，尾句有后场帮腔。较之“体局静好”之海盐腔，弋阳腔其调更喧，均受欢迎。到嘉靖前期，公侯缙绅之家凡有宴庆活动，皆唱南戏，且只用两腔：一是弋阳，一是海盐。弋阳流布最广，多夹用乡语，四方土客喜欢；海盐多用官话，南北两京多爱听。四大声腔中，昆山腔形成最晚，但发衍最快、影响最大。明嘉靖三十年前后，昆山腔在江苏昆山一带形成。说到昆山腔，必须提及魏良辅和梁辰鱼。魏良辅(1501--1584前后)别号尚泉，原籍江西豫章，寄寓太仓。“能谐音律，转音若丝”(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记》)，他先研北曲，后研南曲，为当时最著名之清唱家。时传入江苏太、昆一带之南曲有两种演出形式：一曰清唱，一曰戏场演出。良辅对清曲进行了改造，“调用水磨，拍捱冷板”，“皆别有唱法，绝非戏场声口，腔曰昆腔，曲名时曲，声场秉为曲圣，后世依为鼻祖”【3】。“始变弋阳、海盐故调为昆腔”。钱谦益也说，“时称昆山腔者，皆祖魏良辅”【4】。因魏良辅所创的昆腔时曲，细腻流利，故有“水磨调”之谓。清唱时，以拍(板)击节，且有迎头板、彻板、绝板等板眼之分，清唱与戏场演出不同在于，“清唱，俗语谓之冷板凳，不比戏场，借锣鼓之势”【5】。但已有箫管伴奏，“箫管以尺工俪词曲”。袁宏道任吴县县令时，也有清唱昆曲“一拍一箫一寸管”的描绘。自魏良辅新创昆曲水磨调后，梁辰鱼(1521-1594，字伯龙，号少白，昆山人)大加推演，特别是他的《浣纱记》于隆庆间搬上舞台演出，被以箫管，加以锣鼓，自此之后，昆曲大兴，迅速风靡江浙，向南北传播。

四大声腔由争奇斗艳到交融分化，其结果是：余姚腔渐衰；海盐腔由于昆山腔的雀起和滚调的挤兑，在江浙式微而热传于江右临、宜一带；弋阳腔传布中渐变为乐平、徽州、青阳、四平诸腔；而昆山腔渐成大气，正风靡于江浙，影响国中。与此同时，各地的乡音土调先后勃兴，一时魏紫姚黄，形成诸种声腔争胜的局面。

总之，到汤显祖时代，看戏已成为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写戏、涉戏成为文人雅士的一种文化行为，戏苑曲坛声腔争胜、作家辈出、作品繁荣局面的形成，在推动戏曲艺术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更呼唤大师和巨匠的出现。汤显祖的横空出世，他的戏曲创作和戏剧活动，正是在晚明时期戏苑曲坛这种极为热闹而又丰润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当时，汤显祖生活行迹之地，无论是家乡临川，还是官宦的南京、江浙一带，都是声腔争胜、才情洋溢之地，商贾交通和戏剧活动都十分繁荣。

显祖家乡即有“临川才子、宜黄子弟”之说，不仅是名播遐迩的“才子之乡”，且是个地道的“戏窝子”---傩舞艺术源远流长，社戏装扮、道情说唱、秧歌采茶根深叶茂，更是弋阳诸腔的热点传播区域。宋时，王安石即有“逢逢戏场声，壤壤战时伍”的诗句描述家乡以“耘鼓”击节的“戏场”演出。陆游曾在抚州为官，也留下“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优场炬火红”的诗句，描述“优场”演出景况。明永乐至弘治年间，广昌县甘竹的曾家和大路背刘家先后出现用高腔演唱 “孟戏”的宗族戏班，后遂成盱河大戏，传承至今【6】。概因临川地处赣东，沟通越闽，水陆便捷，农商发达。宜黄夏布、建昌商邦、临川毛笔、金溪书梓远近闻名，商贾往来，舟船如梭，歌馆酒楼，鳞次栉比，为戏曲艺术的活跃创造了条件。元明以降，各种有影响的声腔先后传入。到嘉靖年间，宜黄大司马谭纶，治兵浙江，酷爱海盐腔，丁忧返乡时，便把海盐腔家班带回宜黄，当地艺伶竞相学唱，很快流播开来。《临川县志》有记载说，“吴讴越歌，以地僻罕到，土伶皆农隙学之”。外来的海盐腔与当地乡音土语结合，形成了海盐支派的“宜黄腔”。这种“体局静好，以拍为之节”的海盐腔，较之“其节以鼓，其调喧”的弋阳腔要典雅婉丽许多，很受欢迎。经三、四十年的传衍，到汤显祖弃官归里时，演唱海盐腔的宜黄子弟达千余人之众，大小戏班不下三、五十个。以汤显祖的名望和才情，他很快就和“宜黄子弟”们一起，拓创了江右一带戏曲勃兴的崭新格局。

二

    汤显祖于传奇戏曲的创演实践，无疑是其对晚明曲坛乃至中华文化的最重要贡献。

早在万历五年(1577)前后，由于家学渊源的熏陶，特别是在酷爱戏曲的伯父尚质的影响指导下，汤显祖即与家乡的文朋曲友、号称“临川四俊”的谢廷谅(九紫)、曾如海(灵昌子)、吴拾芝(玉云生)等合写了传奇《紫箫记》(半部、三十四出)，因讹言蜂起而辍笔。十年后，在南京太常寺博士任上，显祖将其改写，“更为删润”，创作了《紫钗记》，初稿约完成于万历十五年(1587)，后经多次修改，直到遂昌任上，才“捉笔了霍小玉公案”，并于万历二十三年之后付梓。接着又酝酿写作《牡丹亭》，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弃官归里后，于当年秋天，在临川完成了这部光辉剧作。两年后的万历二十八年，又写出了《南柯记》。紧接着 万历二十九年，写成了《邯郸记》。至此，著名的“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全部完成。

按当时文人写作传奇习惯，汤显祖“四梦”皆有所本。《紫钗记》据唐人蒋防传奇小说《霍小玉传》；《南柯记》据唐李公佐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邯郸记》据唐沈既济传奇小说《枕中记》；《牡丹亭》以明嘉靖间人何大抡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为蓝本，同时借用魏晋志怪、唐人传奇。如“牡丹亭题词”所述，“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

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传杜太守事者，当是指《杜

丽娘慕色还魂》话本，同时，晁溧《宝文堂书目》中，亦著录有《杜丽娘记》一目，说明关于丽娘故事在当时就不止一个版本。“仿佛晋武都守…”云云，是指传为东晋陶渊明所作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的《李仲文女》、《冯孝将子》。“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系指曹丕《列异传》中之《谈生》篇。同时，类似故事还可从唐人温庭筠传奇《华州参军》，陈宏佑《离魂记》、及郑光祖杂剧《倩女离魂》中看到。据现有其他文学样式作品改编改写，既是中外创作大家的传统做法，亦说明汤翁涉猎之广，通览之博，出入有据，信手拈来，皆能化为神奇。

难能可贵处在于(平庸与天才的区别亦在于)，能在平常中发见伟大，能给熟悉的生活和题材注入崭新的内涵，赋于其震聋发聩的思想光芒和深刻的哲理思辨，给人以普遍的灵魂洗礼和人生启迪。正是在这点，一般人难以做到做好，而汤显祖们做到了，与此同时的西方莎士比亚们也做到了，因而他们同为不朽。

汤翁四梦，皆为“情”而作。关于“情”，他有三个基本观点：其一、“世总为情”，“人生而有情”【7】。即“情”乃人之天性，“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此情可言、可喧、可泄，而不可抑。其二、“性无善无恶，情有之”【8】。天下万物之情，虽各有其态，“各有其志”，但总其性质，统归为两种：一为善情，一为恶情。但是，在道学家们所谓的“性”中，却无此区别，凡属与“性”(理)相对立的“情”，皆应一概否定，统统“格”而除之。这样的话，岂不善恶、好坏不分了吗？其三、就是在《牡丹亭题词》中明确阐发的“情至”观：“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段话中，明示了两点：一是所谓的“情之至”，是指对信与念的生死不渝的追求，唯此方能获得所求之本属于己的人生权利。二是坦言自己长久以来与道统之“理”两相对忤，且坚信己所认定的“情”理是在理的、“必有”的。虽然，他的这种表白和争辩甚至是对着自己的挚友良师、其表达的语气是委婉的，但于中透出的意气却是十分坚韧的。

在当时曲坛，汤显祖是第一个明确而刻意地将自己的“言情”观注入到自己的剧作中的。他把深邃的哲理融铸在精彩的故事中，把作品当作形象化的哲学宣言来写。简而言之，“四梦”都是言情之作。其逻辑层次是：生而有情—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以戏衍情。四部戏分别寓寄：情因侠合，情至动天，情觉为佛，情了成仙。在《紫钗记》中，演绎“情”以动“侠”、以“侠”格“权”的旨意；《牡丹亭》则更向着以“情”格“理”的深度开拓。如果说，前二梦是对“善情”的讴歌张扬；后二梦则是对“矫情”的鞭挞批判。前二梦主要从现实男女间爱情婚姻生活取材，是关于人情的戏剧；后二梦着重从现实政治生活的面面角角取样，是关于人生的戏剧。前二梦以以侠格权、以情格理为旨意，实质上反映了对专制政治和宗法道统长期压制人的自由权利和个性诉求的憎恨与厌恶这一普遍情绪，体现了作者反封建礼教的战斗精神，具有初步民主主义的启蒙意义；后二梦则通过对吏治腐败、官场倾轧、科举虚伪、世道不公的充分展露和尖刻讽刺，不啻画出了晚明社会的官场百丑图，体现了作者清醒的现实主义立场，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正是这些“有意思的表达”，比别人更自觉更高妙，因而，汤翁作品以前所未有的思想倾向性和前卫的时代精神成为时代的翘楚。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汤显祖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最富于哲学气质的戏剧家。

以梦入戏是汤翁戏剧艺术的一大特色。他的剧作，皆“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复甘义麓》）。其剧作四部，剧剧有梦--《紫钗记》中有霍小玉的“鞋儿梦”；《牡丹亭》里有杜丽娘的“游园惊梦”；《南柯记》铺衍淳于芬的“南柯一梦”；《邯郸记》铺衍卢生的“黄粱美梦”。作者以梦为机抒，编织现实的戏剧，以梦为彩笔，描塑鲜活的灵魂，以梦为鉴镜，观照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在恍惚怪奇的梦境中，作者肆意挥洒，把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政治人生的慨叹，以及深邃的思想和飞腾的想象，统统罗织成精彩的戏剧，显示出深刻的现实洞察力，高超的浪漫主义技巧和令人耳目一新的美学情趣。可以说，在成功运用“梦”这一表现手法进行艺术创作方面，汤显祖是一代宗师。特别是《牡丹亭》一剧，以其思想内涵的深度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确立了其在“四梦”中的最高成就，达到了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代表着历史进步的方向。

因此，汤翁剧作一经问世，立即轰动了文坛曲苑，特别是《牡丹亭》，“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赞者云“上簿风骚，下夺屈宋”（张琦《衡曲尘谈》）。显祖本人也十分兴奋，尝说“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特别是被压在最底层的女性，汤翁剧作带来的震撼更是惊心动魄，如商小伶、冯小青、俞二娘等等，留下了许多真切而动人的秩闻。

汤翁剧作引起如此轰动，与搬演是分不开的。汤剧是按海盐腔曲牌为宜黄戏而写的，因而首先在宜伶中传唱。《牡丹亭》一脱稿，便在新宅“玉茗堂”上演，“四梦”完成后，又将宅内所筑之戏台命名为“四梦台”。玉茗堂成为四梦的首演之地。当时宜伶中的佼佼者有罗章二、张罗二、吴迎、于采、王有信等等。显祖既是他们的挚友，又是严师，也是宜伶们实际上的导演和组织者。诸如“自踏新词教歌舞”，“自拍檀痕教小伶”，“试剪轻绡作舞衣”，“半学侬歌小梵天，一夜红氍四百钱”等等，都是汤翁参与排戏、授曲、示范、演出的记载。他还亲率宜伶到南昌滕王阁演出(《滕王阁看王有信演牡丹亭二首》)，派宜伶赴江西永新、九江、江苏南京等地为友人祝寿，引吴伶来江西交流演出(参见汤显祖《九日遣宜伶赴甘参知永新》、《遣宜伶汝宁为前宛平令李袭美郎中寿…》、《越舸以吴伶来，期之元夕二首》等诗)。万历四十二年(1614)，还遣宜伶赴宣城演出，宣城老友梅鼎祚与显祖关系极密，当年梅之《玉合记》付梓，梅特赴南京请汤作序，汤亦将该剧推荐给宜伶演出。看了宜伶演出，梅回书以谢：“宜伶来三户之邑，三家之村，无可爰助，然吴越乐部往至者，未有若曹之盛行，要以《牡丹》、《邯郸》传重耳，而皆不能演什三。…”【9】 虽不是当地演出盛季，宜伶在宣城的演出却取得较江浙昆班更好的效果。直至此时，65岁的汤显祖“犹在此为情作使，劬于伎剧”。可见，归里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把心血倾注在自己钟情的戏曲事业中。

三

汤显祖与当时曲坛的交游关系，历来为戏曲史家所关注。正是通过交游切磋、相互引重，甚至交相辩执，晚明曲坛诸家们共同开创了有明一代戏曲空前繁荣的局面。

汤显祖与曲坛前辈徐渭的文字交谊，缘自他的第三本诗文集《问棘邮草》。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莲道人，是当时著名的诗文、书画、戏曲家。他才高八斗却一生坎坷。于杂剧写有《四声猿》（含《狂鼓史》《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被王骥德誉为“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曲律》）。曲论有《南词叙录》，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宋元南戏和明初戏文的专著。徐长汤近三十岁，却对这位青年才俊赞赏不已。万历八年，出狱后的徐渭前往北京投张元忭，途中读到《问棘邮草》，随即写信《与汤义仍》称“自谓平生所未尝见”，并作诗曰“执鞭今始慰平生”，总评其“真奇才也，生平不多见”。在其《渔乐图》诗中注云“近见汤君显祖摹而学之”。汤显祖对徐前辈十分钦慕，说“《四声猿》乃词场飞将，为之唱演数遍，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10】。当他看到徐诗，立即写诗《秣陵寄徐天池渭》，并热情邀请徐到南京会面；然徐已老矣，未能成行。万历十九年，汤上疏被贬，徐寄诗扎至临川，当汤回家读到时，徐已逝世。汤于是特致信山阴知县余瑶圃，请其给予徐后人多些关照。汤徐二人大概未能会面。他们的交谊，除情感外，更有思想的相近。反对复古，崇尚性灵，推崇曲意等使他们心心相映。在明代曲坛，徐为杂剧代表，汤为传奇代表，而作为前辈，徐的剧作和曲论主张都更多地对汤显祖产生影响。

以南京为中心，苏州太湖一带是当时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戏曲繁荣之地，而浙皖赣与之近邻。汤显祖早年游学赴试经常往来其间，后又在南京为官七年，在浙江遂昌五年，期间与活跃于戏曲中心地带的梅鼎祚、张凤翼、臧懋循、屠隆、王骥德、孙如海和吕胤昌 吕天成父子以及沈璟等几乎所有名家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
汤显祖与安徽宣城梅鼎祚相识交游，始于游学期间。梅鼎祚（禹金1549—1615）是传奇《玉合记》《长命缕》，杂剧《昆仑奴》《玉杵记》的作者，皖南著名曲家。万历四年，汤显祖游宣城，与沈懋学、梅鼎祚、龙宗武、姜奇方交游。汤与沈、梅同师于罗汝芳，梅大汤一岁而早汤一年谢世，两人同寿，且志趣相投，一生都为莫逆之交，而戏曲始终是他们交往的媒介。万历十四年，汤为梅作《玉合记题词》。二人思想性格、生活道路和戏曲风格有诸多相通之处，一生诗笺不断，直至晚年，汤还派宜伶赴宣城慰问梅。

汤显祖在南京任太常博士时，臧懋循（晋叔1550—1620）任南京国子监教官，二人同城为官，交谊不一般。臧精于音律，是曲坛重要人物。他辑刊了《元曲选》，还为显祖编印《玉茗堂曲》。他与汤戏曲主张有同有异，对四梦作过删订和眉批，虽对其音律方面有过苛严的批评，但仍对显祖给予最高评价。而汤对其《元曲选》的辑编也给予了有力支持和帮助。

屠隆（长卿1542—1605）是当时曲坛风流倜傥的一大名仕。有《彩毫记》《昙花记》《修文记》传奇三种。显祖登仕赴南京任不久，屠即以“淫纵”被劾削职归里，汤为其不平并作诗劝慰。后汤任遂昌，屠跋涉来访，汤亲自导游，吟咏唱和，流连山水，畅叙友情。晚年屠隆病重，汤特作“十绝”以寄老友对病友的怜惜。他俩在创作意趣和曲调格律方面的观点作派也有十分相似之处。

《曲律》作者王骥德（伯良），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他与徐渭同乡，是其门生，与徐渭、沈璟、吕天成等都有深厚交谊。在戏曲主张方面，王更近于沈璟，对汤曲不合格律方面有中肯批评。对此，汤是接受的，并表示“当邀此君共削正之”。但由于汤的弃官归里，二人一直未得谋面，只是神交。虽然如此，王骥德对汤显祖这位剧坛巨匠十分尊崇，《曲律》中的“今日词人之冠”，将徐渭和汤显祖并列，而沈璟未在其中，并盛赞汤显祖“二百年来，一人而已”【11】。

孙如法{俟居}，吕胤昌（字玉绳，号姜山）二人与汤同科出身，三人一直交谊很深。孙、吕二人还是表兄弟—玉绳之母乃如法姑母。孙出身名门，精通声韵，他与显祖曾就格律问题有过坦诚的讨论（见汤显祖《答孙俟居》）。吕玉绳是《曲品》作者吕天成之父。吕天成在《曲品》中，汤显祖和沈璟这二位大家都列为“上之上”。而凭着与显祖的深厚交谊，吕玉绳将沈璟对《牡丹亭》的改本（《同梦记》）寄给汤显祖。对于有伤曲意的改窜，汤显祖大为不满，斩钉截铁叮嘱宜伶“《牡丹亭》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与宜伶罗章二》)。说到这里，涉及晚明戏曲史上一场著名的“汤沈之争”。
沈即沈璟(1553--1610)，字伯英，号词隐，吴江人，万历二年进士。他是申时行同乡和门生，任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时因疏请立皇太子事，被降三级为行人司正，两年后为北京乡试同考官，又获升为光禄寺丞，为录取时行女婿，阅卷时通同作弊，事发被革职为民。家居三十年，致力于戏曲创作和声律研究，作传奇十七部，著《南九宫十三调曲谱》、《词隐先生论曲》等，于戏曲声律方面颇有贡献，是当时重要曲家。汤长沈三岁，晚六年谢世，沈中进士比汤早。万历八年大比，沈还是授卷官，但二人一直未共事，也无甚交谊。倒是其弟沈瓒与汤有交，显祖上疏遭贬时，瓒为南刑部主事，作诗《汤祠部义仍上书被谴、长句送之》为汤送行。沈璟精于曲律，甚至能用曲牌来表述理论问题。《词隐先生论曲》即是用一套[二郎神]曲牌写成的，其要旨是，“纵使词出绣肠，歌称绕梁，倘不谐律吕，也难褒奖”。这种观点，与其“宁律协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为曲中之工巧”【12】的主张是一致的。应该说有失偏颇。反对雕章琢句，讲求声律协韵，注重声韵规范，都是对的；倘若唯此为唯一准绳，甚至为此宁可不成章句，损毁内容旨意，还认为是“工巧”，则实属过激且流于荒谬。事实上，沈璟的极端主张严重束缚并戕害了他自己。其得意之作《红蕖记》，连十分推崇他的王骥德也直率地批评，“时时为法所拘，遂不复条畅”，而“其余诸作，出之颇易，未免庸率”。其散曲作品亦“大都法胜于词”，虽“不欲令一字乖律”，却“毫锋殊拙”【13】。“汤沈之争”源于沈璟将《牡丹亭》改为《同梦记》，名曰只改易个别字句，实则易名并曲，当然不是一般改易了。吕玉绳曲学主张近沈而远汤。接到吕寄来的这个改本，显祖大为不然，在回信中申明自己的主张：“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拼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答吕姜山》）。很明显，显祖主张要“意趣神色”并举，做到内容形式相统一，而当“自然灵气”“不思而至”时，却要刻意模声，必然会窒息灵感、拼凑字句、词不达意，恐怕连句子也难写得流畅了。因而，绝不能把格律放在第一位，应优先考虑内容意趣需要。显祖的主张应该是正确的，也符合其富于才情的创作个性。因此，对于吕寄来的改本(同梦记)当然不可接受，指出“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来的意趣大不同了”。他又在给孙俟居的回信中说，“…庄子云：彼乌知礼意？此亦安知曲意哉？…词之为词，九调四声而已哉？…弟在此自谓知曲意者，笔懒韵落，时时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在回凌初成的信中，更是直言，“不佞《牡丹亭记》大受吕玉绳改窜，云便吴歌。不佞哑然笑曰：昔有人嫌摩诘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则冬矣，然非王摩诘冬景也”。他引用唐人王维(摩诘)画“袁安卧雪图”的典故：为表袁安高洁，王维作画时在冬景中加了富于生气的芭蕉，有人以冬景不该有芭蕉，便去蕉加梅，如此一改，虽纯冬景，却失去王维主观抒情之意趣了。他还写了“见改窜牡丹词者失笑”诗一首，中有“总尧割就时人景，却愧王维旧雪图”二句。凡此种种，均明确表达了显祖捍卫曲意的决心。

艺术总是在发展变革中与时俱进的，词谱曲律亦应依时创新通变。在这方面，汤翁是革新者。如《牡丹亭.惊梦》一出中的[山坡羊]曲牌，其五、六句原为上四下三的七字句，他将其改为四个四字句，这当然“不依正格”了，但却依曲意十分贴切，且精新出彩；又如，按《中原音韵》的要求，[混江龙]曲牌第四或第六句之后，字句不拘，可以增减，但以往最多也只有增至十几句的成例，而《邯郸记.合仙》中，吕洞宾的唱词一气增至四十余句；《牡丹亭.冥判》中胡判官更唱了六十多句。当时也曾遭人指责，然而正是这种突破，为弋阳腔中“滚唱”、“滚白”，以及后人在皮黄戏中创造成百句唱腔的艺术实践，凿开先河。再如，汤翁在其剧作中还打破了每出戏只能用一至两个宫调的成法，有时竟用了五个宫调，发展了“南北合套”的新体式。

汤显祖十几岁便在伯父指导下，习曲学，攻声律，常与帅机、吴拾芝等一起“唱和赏音”，“每谱一曲，自为之和，声振寥廓”。[山坡羊]、[混江龙]等北、南曲谱，九宫四声，早已娴熟于心。后又在南京、江浙官宦了十多年，应当知晓当地方言和南曲。更加上家乡本就是“戏窝子”，诸腔流播，眼界拓宽。所谓“艺高人胆大”，以显祖的才情秉性，在创作中自然能或依律、或“越规”，出入自如。面对出于门户之见的吴越曲家的非难挑剔，当然也故意偏激地回应说，要拗折他们的嗓子。更重要者在于，《四梦》更多考虑是为方便宜伶演唱。国中之大，区域间方言与流行声腔在声韵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一方强求归于某一尊，自然会引起不平而发生争议。但就争论的性质而言，确系晚明文坛曲苑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斗争在戏曲创作上的一种反映。

“汤沈之争”的是非应当是十分明显的，但争论却持续了很久。在沈、汤相继辞世后，对立的观点还争论了一段时间，客观上促进了当时戏曲运动、特别是戏曲声腔的发展，意义十分深远。此可谓“汤沈之争”的历史功绩。在争论过程中自然形成了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一派；所谓临川派却是在这场争论开始之后，赞同并效法汤翁观点者自然形成的一个戏剧流派。最早提出此说者当是吕天成。他说，“元人词手，制为南词，天然本色之句，往往见宝，遂开临川玉茗堂之派”【14】。继而吴瞿安指出，“正玉茗之律，而复工于琢词者，吴石渠、孟子塞是也”(《中国戏曲概论》)。日本学者岩城秀夫在《中国戏曲演剧研究》中也说，“与吴江派相对，有显祖之私淑弟子吴炳、孟称舜、阮大铖，称为临川派”。实际上，赞同并受汤显祖影响者远不止上述寥寥数人。

四

汤显祖对我国古典戏曲理论，也有诸多重大贡献。除了散见于题词、总评、集序及相关诗文、尺牍中的以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一文，可谓其代表作。该文系1602年前后、汤翁在宜伶们为戏神清源师建造的祠庙落成时而作的一篇纪念性文字。被誉为“我国最早一篇戏曲学论纲”(苏子裕语)。这篇千字左右的文章，涉及了戏曲演变、声腔流播、戏神传说等诸多方面，主要则论及了戏曲的发生、戏剧的社会功用及演员的表演修养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汤翁戏剧观的集中表达。

汤显祖认为，戏曲乃是表现人生实际感受的艺术。“人生而有情”，其“思欢怒愁”都是实际生活中萌生出的真情实感，这些情感有时表现为动作，有时诉之以歌叹，有时能抒发得淋漓尽致，有时则反复歌舞仍不能尽情。戏曲艺术正是由歌舞发展衍变而来，“初止爨弄参鹘，后稍为末泥三姑旦等杂剧传奇”。即开始只由参军、苍鹘两个角色，模仿生活作滑稽式的简单表演，之后渐增宋杂剧的末泥和宋杂扮之酸、孤、旦(即谐音“三姑旦”)三行当，继而产生了北杂剧、及南戏的生、旦、外、净、末、丑等角色行当，进而发展成为完备的杂剧、传奇。在这里，汤翁对戏曲艺术的发生、其与生活的关系及衍变源流，作了精简的论述，表达了一种朴素的反映论观点。

接着，汤翁具体阐述了戏曲的社会功用。认为戏曲能“极人物于万途，攒古今之千变”，使观众“仿佛如见千秋之人，发梦中之事”。它简直是无所不能---可以“使天下之人无故而喜，无故而悲；或语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听，或侧弁而台，或闚观而笑，或市涌而排。乃至贵倨弛傲，贫啬争施。瞽者欲玩，聋者欲听，哑者欲叹，跛者欲起。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寂可使喧，喧可使寂，饥可使饱，醉可使醒，行可以留，卧可以兴。鄙者欲绝，顽者欲灵。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馈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乃至“外户可以不闭，嗜欲可以少营。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戏曲的社会功用竟如此巨大，简直堪与儒、释、道三教同观了。但令人为之不平的是，“诸生诵法孔子，所在有祠；佛、老氏弟子也各有其祠。清源师号为得道，弟子盈天下，不减二氏，而无祠者”，正是由于那些“非乐之徒”的故意轻慢。在此，汤翁把戏曲提到能与孔子和佛、老之道并论的高度，对鄙薄、排斥戏曲艺术的道学家们不啻是辛辣的批评。

随后，汤翁对作为一个合格演员的标准，提出了要求。他认为，演员应致力于演剧事业，态度端正，神不二用，虚怀若谷，好学不倦，即所谓“一汝神，端而虚，择良师妙侣，博解其词，而通领其意”。必须深刻理解曲词旨意，细心领会角色，做到演啥象啥，表演时做到“不知情之所自来”，以使观众达到“不知神之所自止”的境界。演员应当有高超的演唱技巧，“抗之入青云，仰之如绝丝，圆好如珠环，不竭如清泉”。进而，汤翁谈到演员的修养问题。要严格要求自己，选择良师益友，勤学苦练。年轻人应洁身自爱，以保护自己的形体容貌；年长者要饮食清淡，以保护嗓音不衰，即所谓“少者守精魂以修容，长者食恬淡以修声”等等。这些见解，不仅在当时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对推动晚明戏曲运动的繁荣有直接的积极的意义。即在当今，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总之，《庙记》一文通篇所贯穿者，仍是一个“情”字。戏曲艺术本身源于“情”，亦是言“情”的艺术，演者要深领和善表人物之“情”，以达到使观众动“情”的艺术效果。这正是戏曲美学的核心命题，也与汤显祖“言情”的哲学观互为一致。此外，《庙记》所记载的明代弋阳、乐平、青阳、海盐诸声腔在江右兴衰嬗变的情形，为后人留下了研究中国戏曲史的珍贵资料，至今仍被史家们反复引证。

汤显祖与晚明曲坛的情况，大体如上所述。

统而言之，汤显祖的戏曲创作和艺术实践，对晚明曲坛的贡献是巨大而多方面的：他的作品，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而成为时代的翘楚；他的艺术实践，引领并推动了晚明戏曲声腔的流播和戏曲演出活动的繁荣；他是我国古代戏曲学和表导演理论的拓荒者；他和他同时代的戏曲家、艺伶们一起，合力开创了晚明曲坛高度繁荣的局面。他上承关、王，下启洪、曹，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巨大而深远。正如青木正儿所誉，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两个“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15】，各自代表着同一时期东西方戏剧文化的最高成就，双峰并峙于世界曲坛。汤显祖及其彪炳千古的《临川四梦》，永远属于全世界，永远是我们伟大民族的骄傲。

——————————————————————————
（此文发表于《汤学聚珍》· 2017年9月商务印书舘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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